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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驱动机理和发展趋势既是支撑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对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81起行政中心迁移案例，2003—2007年是迁移高峰期，并存在显著

的区域差异，迁移多是短距离迁移，并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目的，呈现出与地理中心相

分离的特点。②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

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

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③ 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将

继续强化传统驱动因素，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呈现生态治理、交通驱动及创新产业

发展等新导向。应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审慎考虑迁移的必要性，做好行政中心

迁移的顶层设计，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以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本文能为科学认识城

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内在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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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实行分级管理而进行的区域划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

间基础[1]。改革开放40多年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

政区划优化设置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受到党和国

家的高度重视。行政中心（亦称政府驻地）作为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政府决策

和行政管理的重要场所，其所处的位置通常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不仅关乎政府治理

的效率和效力，更涉及到资源配置、空间布局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城市整体的发展

格局[2]。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行政区划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一种继承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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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新方式与经济基础相适应[3]。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病”问题的逐渐

加剧，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作为一种新的手段流行起来，成为缓解中心城区土地供应紧张、

分散人口和产业集聚压力、拉动新城新区建设以及刺激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4]。行政

中心迁移是典型的政府主导行为，是政府对城市进行空间治理与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手

段[5]。行政中心迁移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辖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管理中心

的平稳转移[6]，关系到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7]，关系到行政效率

的提高和为民服务能力的增强[8]。通过制定精准高效的迁移决策，优化城市行政中心的空

间位置，有利于破除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结构功能不合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置不完善等深层次的结构失衡问题[9]，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国家的行政体制存在差异，国外学者在行政中心迁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

于行政中心迁移的态度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学者更关注行政中心迁移对政治权力

分布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其在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其中，首都迁移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已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首都迁移的问题，涵盖了完善

基础设施[10]、废弃建筑再利用[11]、迁移动机评估[12-14]、迁移的环境影响评估[15]等多个方面。

首先，基础设施在新首都发展中的作用备受关注。有学者发现信息通信技术、物质基础

设施和开放绿地在新首都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缅甸的迁都经验以及马来西亚

的吉隆坡案例都显示了基础设施在推动新首都活动和城市扩展方面的成功实践[10]。同时，

多位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家的首都迁移案例，揭示了迁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从城市过度

拥挤到军事需求，各种原因推动了首都迁移[12-14]。除了首都迁移的研究之外，国外也有少

部分研究讨论了行政中心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从引导城市空间扩展到优化城市功能分

区和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塑造了城市空间并影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16-18]。

行政中心迁移是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类型之一，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

移的历史过程、变动规律、驱动机理既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

政区划调整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此，国内大量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由于行

政中心迁移受到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政府在决定行政中心是否迁移、如何迁移以及迁

移后的调整等方面拥有主导权[4]，导致了研究的相对局限性和难度。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

发展以及对于行政区划的关注逐渐上升，对于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机制、实施策略等

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19-21]。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推动城市功能转型[22-24]、行政中心迁

移的影响[2, 4-5, 25-26]、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9, 27-28]以及行政中心迁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8, 19, 29]

等方面。Hsu[22]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新兴城市更多地转变为行政中心，标志着城市发展

模式的重大转型。Liu[23]等对鹤壁市进行了深入剖析，探讨了如何将新城市空间转化为行

政和经济中心。Wei[24]则提出了在行政中心发展中应弱化行政等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资

源配置的观点。关于行政中心迁移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北京市政府的异地搬

迁政策会影响员工离职意愿，其中通勤不满和家庭困境是重要因素[25]。研究进一步指出，

地方政府的决策常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行政中心迁移成为重建城市内部结构的典

型手段。例如，地方政府常将行政中心迁至郊区以减轻财政负担，促进土地城镇化和农

村居民的流入[27]。此外，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作为地方政府的空间治理手段，对城市经济

产生深远影响。多个研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行政中心迁移能够在经济层面带来实质的收

益[1, 2, 4, 5, 26]，尤其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有着明确的推动效果[30]。此外，行政中心迁移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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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战略和空间结构优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行政中心迁移作为重要行政决策，能够

影响城市发展的方向与重心[6]。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商业发展也产生积极影响，行政中心

迁移常常伴随着迁入地零售商业的爆发式增长，而行政中心的区位与城市商圈空间分布

之间存在显著关联[31]。其他研究还关注了行政中心迁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主要围绕躲

避自然灾害[1, 29]、提升经济实力[21]、促进区域发展[32]、选址综合性考量[8]等方面展开。这

些因素对行政中心搬迁的决策时机、城市经济压力、地理位置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为

有效指导迁移策略和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新见解。

综上所述，行政中心迁移在不同维度上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为理解城市发展模

式变化以及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参考。但在当前中国行政区划越来越受到重视

的背景下，国内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以及行政区划设置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与行政区划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具有较大差距，行政中心迁移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明显

不足，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与制度规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城市

行政中心的迁移与调整，但这些变化的具体格局、过程和特征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分析和

解读，其背后的驱动机理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地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

异、城市规划策略以及领导意志等因素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决策和实施中起着关键作

用，但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探讨。在当前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大背

景下，未来的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应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问题依旧缺乏明确的答

案和理论解释，迫切需要开展系统研究和分析探讨，这也是准确理解行政中心迁移的基

本前提。

基于此，本文统计和分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的案例数量变化和区域分布特征，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总结归纳行政中心迁移频繁发生

背后的驱动机理，以期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变化特征，为推

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的单位密

度，它能直观地反映出离散测量值在连续区域内的分布情况[33]。对于n组数据，其核密度

估计函数公式为：

fh ( x ) =
1

nh∑i = 1

n

D ( )x - xi

h
（1）

D ( x ) =
3( )1 - s2 2

πr2
（2）

式中：h为带宽；D ( x )为核函数；r为查找半径；s为栅格中心点到对象的距离与查找半径

的比例。

2.1.2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Getis-Ord Gi
*）可以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热点（高高聚集）

与冷点区（低低聚集）的空间分布[34]。在本文中，这一方法能够探究行政中心迁移是否

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以及这种迁移是否受到周边地区迁移决策的影响，用以识别和揭示

行政中心迁移的空间格局。计算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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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j是网格j的属性值；n为要素总数；wij是空间权重。

2.2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进行过行政中心迁移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直辖

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地区、自治州，数据暂未含台湾、香港与澳门。城市行政中心

迁移数据来自于民政部提供的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 （http://xzqh.mca.gov.cn/de‐

scription?dcpid=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网站以及对应民政厅网站、各市

（地区、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和对应民政局网站、互联网文献资料以及课题组实践调研

资料。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http://bzdt.ch.mnr.gov.cn/）。

3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演变

3.1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间演变特征

1978—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共迁移81例（表1）。其中，直辖市2例、

副省级9例、地级市64例、地区1例、民族自治州5例。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城市行政中心

迁移调整频繁，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实际每年调整的频率并不一致（图1）。综合来

看，2003—2007年是行政中心迁移的高峰期，在此之后行政中心迁移数量开始减少。从

每年行政中心迁移的数量变化以及比例分布来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1978—2002年，期间行政中心迁移发生的频率并不高，24年内仅个别年份有少量的

（13个）行政中心迁移发生，平均每2年发生一例；第二阶段是2003—2007年，期间是行

政中心迁移的高峰期，4年内共有29个城市进行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占到总数的36.71%，

平均每年有7个城市进行迁移；第三阶段是2008—2012年，期间属于行政中心迁移的第二

个高峰期，案例数量相较上一阶段有所减少，但4年内也有22个城市进行城市行政中心迁

移，占到总数的27.85%；第四阶段是2013—2022年，期间是行政中心迁移的低潮期，案

例个数只有17起，占到总数20.25%。

表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地区分布
Tab.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发生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

北京市、上海市、秦皇岛市、邯郸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廊坊市、无锡市、徐州市、淮安市、连
云港市、盐城市、镇江市、宿迁市、杭州市、宁波市、漳州市、泉州市、南平市、济南市、青岛市、
枣庄市、烟台市、潍坊市、泰安市、临沂市、滨州市、深圳市、海口市

合肥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南昌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商丘市、信阳市、驻马店市、长
沙市、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怀化市、永州市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桂林市、河池市、成都市、自贡市、贵阳市、昆明市、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安市、宝鸡市、延安市、渭南市、铜
川市、陇南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银川市

沈阳市、本溪市、丹东市、营口市、辽阳市、铁岭市、长春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四平
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绥化市、大兴安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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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2年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频率相对较低，这与当时城市的发展战略、

经济环境以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首先，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的重点更多地放在

农村改革和工业体系的现代化上，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城市的功能和结构较为固定。该

时期多数城市尚未面临如今的人口过密、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城市发展瓶颈，因此迫

切需要通过迁移行政中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较少。2003—2007年中国城市行政中心

迁移出现高峰，主要原因有两个：① 中国早期的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大多与新区建设有

关，城市政府为带动新区的发展，会将行政中心迁往正在建设的新区范围内。而步入21

世纪后城市人口的集聚和对城市土地的需求的不断加大，地方政府为解决城市发展空间

受限的问题，大多采取迁移行政中心的方式来扩大城市规模以缓解城市土地压力，也由

此导致这一阶段出现高峰期的现象。2003—2007年中国29个发生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中

共有25个城市都是由于城市新区建设的推动，占比超过86%。② 由于自1997年冻结“县

改市”之后，撤县（市）设区的调整越来越多，这种长期进行外部拓展很容易造成土地

资源的浪费和城市粗放式发展，2003年开始国家逐步收紧了对各地撤县（市）设区的审

批，部分城市将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从外部空间扩张逐步转向内部结构优化，地方政府

也纷纷通过搬迁行政中心的方式进行城市内部结构性调整。而2007年之后，行政中心迁移

数量开始下降，主要是由于许多城市不按法定程序搬迁，对办公场所进行大拆大建，既

加重了财政负担，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国家由此逐步收紧了对各地行政中心迁移的审批。

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

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要严格审批新的办公楼建设，2008年民政部出台

《民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驻地迁移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审

批难度。自2012年起，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数量进一步下降，这与2013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密

切相关。该通知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在未来5年内一律禁止新建楼堂馆所，进而抑制了

多数城市进行新的行政中心建设的动机，反映了国家对公共资源利用的审慎态度和对行政

效率提升的重视。此外，该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在公共建设方面的战略转型，即从规模扩张

向质量效益转变，强调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型行政，此政策的发布不仅标志着中国城市

行政中心建设方向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过程。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38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1   1978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时间阶段划分及数量统计

Fig. 1   Temporal phases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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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空间演变特征

从总体来看，中国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图2a）。

虽然大多数迁移城市位于“胡焕庸线”以东，与中国城市的主要分布格局相一致，但深

入分析发现，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空间分布规律并非仅仅是简单地遵循人口和经济分布

的传统模式。东部地区进行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数量较多，共有29个城市进行城市行政

中心迁移，占所有迁移城市的60.76%；东北地区共有15个城市完成了行政中心迁移，占

东北所有地级城市的比例也超过了50%；中部地区较少，只有16个城市迁移。从迁移数

量的核密度分析结果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迁移活动最为活跃，这些地区不

仅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在城市规划和管理方面更倾向于通过行政中心的迁移来优化城市

结构和功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部地区的迁移活动较少，但湖南省和河南省等

区域显示出较高的迁移核密度值，这表明在一些特定的中部地区，行政中心的迁移也是

城市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西部地区虽然迁移活动相对较少，但接近胡焕庸

线的城市也展现出一定的迁移活动，这可能反映了西部地区在追求区域平衡发展中的特

殊需求和策略。东部地区虽然在行政中心迁移的决策中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时间推移，

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的城市也在逐渐制定迁移决策，迁移的空间格局趋

于平衡。但胡焕庸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仍是迁移的空白区，不排除有实际迁移需求的城

市。综上所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空间分布规律显示了区域发展战略

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多样性，这种分布模式不仅是人口和经济因素的简单反映，更是各地

区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城市发展策略的结果。因此，对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区

域发展差异性和城市发展策略多样性的重要视角。

细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案例（表2）可以发现，1978—2002年发

生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主要位于东部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有零

散的城市发生迁移，东北地区没有迁移现象发生；2003—2007年四大区域发生迁移的概

率基本一致，分布较为均衡，且该时期也是四大区域发生行政中心迁移的一个高峰期，

其增长变化趋势和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2008—2012年伴随着多个限制政府性楼堂馆所

新建的国家政策发布，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生迁移的城市数量减少，而东

图2   1978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空间分布和迁移时间热点分析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hotspot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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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发生迁移的城市数量增加，这说明东部地区作为较为发达的地区，其行政管理体

制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2013—2018年西部地区开始成为迁移的主要区域，西

部地区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数量远超其他地区，东部地区处于第二梯队，中部地区没有

迁移发生。从迁移时间的热点分析结果来看（图2b），山东省、江苏省以及南方的云南省

是行政中心迁移时间长的集聚区，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是迁移时间短的集聚区，

在空间上形成以中国华东地区为核

心，逐步向华北、东北、西北扩散的

空间格局。可以认为华东地区的山东

省、江苏省是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的发源地，由于其早期迁移的卓著成

效，如山东省的青岛市和江苏省的宿

迁市，对其邻近区域产生溢出效应，

从而推动周边区域作出类似决策。

3.3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一般性规律

3.3.1  推动城市新区建设是中国城市

行政中心迁移的主要目的    中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行政中心的迁移主要呈

现出7种类型，其中推动城市新区建

设的迁移数量最多，共涉及63个城市

（图3）。这种迁移类型主要应对的是

新区建设的迫切需求，其核心目的在

于促进新区的发展与建设，从而实现

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功能的多样化。其

主要逻辑是基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和

经济活动的集中，导致传统城市中心

面临空间不足、基础设施过载和环境

压力增大的挑战。新区的规划和开

发，不仅缓解了这些压力，还为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这种

迁移通常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如交

通网络、公共服务设施和高科技园

区，旨在吸引投资和人才，推动经济

图3   1978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的类型划分及数量统计
Fig. 3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 type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1978

表2   1978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案例数与分布比例
Tab. 2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1978

全国(个/%)

东部地区(个/%)

中部地区(个/%)

西部地区(个/%)

东北地区(个/%)

1978—2002年

13/15.20

5/41.67 

3/25.00

4/33.33

0/0

2003—2007年

29/36.71

7/24.14

8/27.58

7/24.14

7/24.14

2008—2012年

22/27.85

10/45.45 

5/22.73

2/9.09

5/22.73

2013—2022年

17/20.25

6/31.25

0/0

8/50

3/18.75

总数(个)

81

29

16

21

15

2517



地  理  学  报 79卷

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新区的建设还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性，通过合理规划绿地、

公园和水体等，努力在城市扩张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空

间扩张的结果，更是城市发展战略、经济转型和社会需求变化的综合反应。在城市行政

中心迁移到新区的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新区的空间资源，还需确保

新区的发展与整个城市的发展战略相协调。综合来看，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导向的迁

移不仅是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功能优化需求的响应，也是城市规划和管理现代化、经济结

构转型及社会需求变化的积极适应，在过去40年里对于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

积极意义和价值。

3.3.2  短距离迁移是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主要形式    从迁移距离来看，城市行政中心以短

距离迁移为主（图4a）。其中，56.97%的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距离较短（45个），在0~6 km

里范围内，有22个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距离在7~15 km范围内，有8个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的距离在16~26 km范围内，也有少部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距离超过了50 km，分别是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广西河池市和福建南平市。迁移距

离也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行政中心迁移距离较短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沪铁路沿线等

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以河北、山东、江苏最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的行政中心迁移距离

则明显较大，如云南、甘肃等省区，山地众多平原稀少，城市行政中心往往选择迁往较

远距离的平原地区。根据迁移距离的热点分析结果（图4b），在华北平原地区，特别是山

东、江苏等省区形成了一个低值（迁移距离短）聚集区，在云南省和甘肃省形成了一个

高值（迁移距离长）聚集区。因此，行政中心的迁移距离与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有着紧

密的联系，迁移的距离需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如果新的行政中心与主城区距离过

远，可能导致新行政中心的人口吸引力下降，基础设施利用不足以及产业联系成本增加

等问题。这不仅不利于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还会影响群众办事的便利性和行政效能的

提升。例如，2013年兰州市将市委市政府机关搬迁至距离市区超50 km的兰州新区。市

政府公务员实行出差上班制度，食宿皆安排于单位，周末返回市区。但由于成本等因素，

兰州市不久后便暂缓了迁移计划。

图4   1978年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距离及迁移距离热点分析
Fig. 4   Distance and distance hotspot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es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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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迁移后的城市行政中心可不与地

理中心空间对应    改革开放以来，在

中国发生行政中心迁移的地级及以上

城市中，其行政中心与地理中心并不

总是空间对应（图5）。从行政中心与

地理中心的关系来看，有学者认为行

政中心应尽量靠近地理中心，以有效

发挥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和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能作用[35]。

考虑到中国疆域的辽阔性及地域差

异，各城市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行政区划范围存在显著差

异，政区边界更是呈现出山川形便与

犬牙相入的特点[36]。在这样的特殊国

情下，使得行政中心与地理中心并非

总是空间对应。因此，简单地追求行

政中心与地理中心的一致性，可能无法满足实际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需求，甚至可能忽视

了城市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城市行政中心的选址不应仅依赖于其与地理中心的

相对位置。相反，需要基于综合和科学的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相结合，充分考虑城市

的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需求、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

4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驱动机理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来全面理解其背后的动因和影响。

行政中心迁移可以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37]。城市行政中心所在区域通

常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4]，因此成为城市的核心，而外围地区则相对较

弱。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中，可以观察到核心区域和外围地区之间的权力和资源重新分

配，政府机构的迁移通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2]。在这种情况下，行

政中心迁移可以被视为一种政府资源向外围地区的再分配，以促进整个城市的发展。此

外，行政中心迁移也会受到外围地区的压力和吸引因素的影响，政府可能会被鼓励到外

围地区迁移，以推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减少核心地区的资源竞争和压力。

综合“中心—外围”理论[38-40]、文献梳理[1, 41-43]以及作者团队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城

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国家政策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

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图6）。行政中心迁移首先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对迁移需

求的响应，目的在于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但不限于空间

资源的紧张、基础设施的老化、人口管理的复杂性及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行政中心的迁

移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上的转移，更是城市发展战略的一次全面更新和调整，涉及国

家政策调控、权力结构重塑及资源配置优化等多元驱动因素。首先，在不同时期，国家

政策对于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态度不一，国家政策直接会影响地方政府制定迁移决策的

积极性。其次，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不同的驱动因素相互交织

图5   中国发生行政中心迁移的城市其行政中心

与地理中心位置

Fig. 5   Loc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s versus geographical 

centers in cities that have undergone re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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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决策和执行框架。在此框架中，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被

重新分配，财政、产业、人力和土地资源得以重新组织，以支持新行政中心的建设和发

展。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反映了城市治理和发展理念的转变。最终，在

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下，共同推动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现象的产生。

4.1  现实瓶颈：不同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现象源于城市发展中的多重挑战。具体来说，地质灾害的威胁、

发展空间的不足、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老旧城区的拥挤状况、空间秩序的混乱、人口管

理的沉重负担、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办公场所的陈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难题，共同构成

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复杂背景。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均体现了城市在传统发展

模式下的困境，反映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失衡。例如，城市发展空

间的不足不仅限制了新兴产业的扩展和人口的增长，也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导

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行政中心的迁移不仅是空间层

面的调整，更是对城市发展战略的全面反思和更新。地质灾害的威胁，特别是在地震、

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迫使城市政府重新考虑行政中心的位置，以确保城市的核

心运营安全和高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老旧城区的拥挤状况则揭示了城市发展中的另

一个关键问题：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城市中心往往拥有丰富的资源，如文化、教育、

医疗和商业设施，但随着城市的扩张，这些资源的分布变得日益不均衡。这不仅导致城

市中心地区的过度拥挤，也使得外围区域在资源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在人口管理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管理问题。这不仅包括日益增长

的居民需求，还包括因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住房短缺、教育和医疗资源

的紧张。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也是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许多城市的

历史中心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这些遗产往往因城市发展的压力而面临破坏。

4.2  需求响应：应对城市发展困境的策略转变

在多重现实问题的推动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面

对各种挑战，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需求和方案因地制宜地应运而生。城市新区的建设是

图6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驱动机理

Fig. 6   Driving mechanisms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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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需求中最多的一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旧城中心已难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商业活

动的密集，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不仅有效缓解了中心区的压力，还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提

供了空间，成为解决资源配置失衡的有效手段。防治地质灾害的威胁是另一项关键的迁

移需求，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波动使得许多城市面临洪水、地震等灾害风险，通过将

行政中心迁移到地理条件更优越、灾害风险更低的区域，城市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公共安

全和政府的正常运作。例如云南省怒江州原本行政中心位于知子罗，后由于地质灾害风

险搬迁至六库镇（今六库街道）。疏解城市部分功能也是迁移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

城市化的深入，城市中心区域的功能过于集中，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压力，

行政中心的迁移可实现行政、商业和文化功能向外围区域的分散，促进城市功能的平衡

发展，例如北京市市政府迁往通州，实现了城市功能向外疏解、城市重心向外转移的目

的。此外，旧城区的更新改造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常因

老旧而需改造，行政中心的迁移，配合合理的规划，能有效推动旧城区的复兴，保护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提升城市品质和经济活力。例如，西安市在行政中心迁移之前，

古城内集中了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莲湖区、新城区等多个政府机构，多重城市中

心功能高度叠加，造成人口密度远超一般标准，引发了人口拥挤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

影响了西安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品牌。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未来发展为出发点，西安

市实施了“唐皇城复兴规划”，并在2005年以来多次组织政府驻地搬迁，有力地推动了城

市建设[1]。更新政府办公场所不仅涉及物理空间的改善，还包括工作环境和效率的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理念的更新，现代化的办公场所可以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

服务，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例如，佳木斯市的原办公楼建于20世纪

60年代，面积仅1.1万m2，已不能满足办公需要，导致多个机构在不同地方分散办公。类

似地，满洲里市政府办公楼最初设计为商业宾馆，不符合党政机关的办公标准，而且无

法进行改建，一些职能部门不得不在外租办公场所。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城市发展中占有

重要位置。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文化遗产面临着被破坏和遗忘的风险，通过合理的规划

和政策支持，行政中心的迁移可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资源。指引城市

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行政中心迁移的另一个关键目标。在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的背景下，

城市需要不断调整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行政中心的迁移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

是一种战略上的重新定位，有助于引导城市经济朝着更加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4.3  多元驱动：政策、权力与资源因素的相互作用

城市行政中心的迁移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决策制定过程，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

涉及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及规划调整等诸多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

担任规划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更显现为协调者和引导者，面对众多挑战和需求的平衡。

首先，行政中心迁移的决策制定过程受到国家层面政策的直接影响，其中两个关键因素

包括行政区划管控政策和国家空间治理转型。国家颁布的行政区划政策会推动或限制地

方政府的行政中心迁移决策。国家空间治理的转型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并通过倡

导区域均衡发展，为城市行政中心的迁移决策提供了更为宏观和全面的发展视角。其次，

行政中心迁移过程中的权力分配是关键环节，行政中心的地理转移伴随着政治、经济及

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仅改变了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对城市的空间格局和社会结

构产生影响。这种权力重组会增强新行政中心的政治重要性，吸引投资和发展机会。例

如，迁移会导致资金流和人口流向新区域，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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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原中心区的功能和地位。同时，资源重组关乎着城市内部资源的有效利用与重新配置，

包括土地、金融和人力资源。例如，迁移将释放中心区域土地资源，为其他发展项目提

供空间，同时为新行政区域带来投资与发展机遇。此外，城市规划的调整是行政中心迁

移的另一重要方面，不仅包括城市空间的重新规划，也涉及长期城市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此过程中，政府需综合考虑长期目标、现有城市结构及未来发展趋势，严格遵循国家

政策的相关要求，制定合理的行政中心迁移决策，促进城市运营效率提升和居民生活质

量提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4.4  多维博弈：利益协调推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城市行政中心的迁移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多层级互动和多重目标平衡的复杂过程，

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和多层级政府间的竞争和多维博弈。首先，多元主体的博弈

显现在行政中心迁移中的众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动态互动。地方政府需在决策中综合考

虑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而当地居民对于迁移决策的反馈和利益诉求则是确保决

策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关键，企业的关注点则聚焦于迁移所可能带来的商业机遇和经济影

响。在这一过程中，协调各方的独特利益和目标以实现共赢是推动成功迁移的核心。其

次，多层级的博弈体现于行政中心迁移不仅局限于城市层面，而是跨越地方、区域乃至

国家层级的复杂互动。这一互动涉及资源分配、权力下放和政策制定等多方面，要求确

保各层级政府之间有效沟通和协调。最后，多重效应的博弈凸显了行政中心迁移中的经

济发展、生态保护和城市功能疏解等多重目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需兼顾生态环

境保护和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行政中心的迁移可能带动经济活力，但也可能对生态环

境和城市景观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平衡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一个关键目标。

同时，在不同地区，博弈的主体和层级可能不同，利益的平衡点也会随之变化。有时可

能是两方博弈，如地方政府与居民之间，有时可能是多方博弈，涉及更广泛的利益群体。

理解这种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对于制定有效的行政中心迁移策略至关重要。

5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发展趋势

5.1  以推动城市发展为导向的行政中心迁移应得到延续与强化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发展驱动一直是推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主要原因。这

种历史规律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深化。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功能的日益多样化，优化

行政中心的布局不仅是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需求，更是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全和高效运行。

未来应继续关注那些由于发展需要而将制定迁移决策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需要推动城市

新区的建设和发展的地区。但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中心的迁移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推动地

理空间的扩展，而是要转变成对城市内部结构和功能布局进行深层次调整的重要手段，

避免迁移带来的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形成所谓的假性城市化现象[44]。这种

以功能优化为导向的转变将促使城市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的功能和提高城市发展的整体质

量[45]，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密度增加和社会城镇化的深入，推动城市形成多中心的空间结

构。具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群地区的行政中心迁移需求预计将增加。自2012年以

来，尤其在2013—2016年间，西部地区的行政中心迁移数量占全国迁移总数的半数。这

一现象反映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较早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基本完成行政中心的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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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行政中心的迁移的需求将逐

步增加，以促进城市化进程。国家提出要“构建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区划布

局”，更是鼓励“行政区划调整重点向中西部倾斜”，行政中心迁移作为一种能够带动城

市发展的方式，势必会成为诸多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选择之一。此外，城市群地

区由于需要承载更多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且部分中心城市存在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

需要，也将呈现出行政中心迁移需求增加的趋势，主要用于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以适应

城镇化和地域管理的需求，确保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需要明确，行政

中心迁移本身不是决定城市转型的直接因素，必须要通过城市规划、产业升级、资源重

组等方式，统筹城市中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促进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推动城市管理从传统的行政导向型管理向更加灵活、高效和参与性强的新型管理模式过

渡，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城市发展需求，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增长的目标。

5.2  响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的新迁移现象会逐渐显现

在当前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不仅会在传统的驱动

因素上继续发展和强化，也会逐渐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技术变革。生态文明建设、

快速发展的交通网络以及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将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整体社会的发

展趋势，在这样的经济社会格局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也将有新的现象。首先，在生态

文明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行政中心迁移可能会被用作生态治理的

工具，对于那些面临生态环境压力或资源枯竭的城市，行政中心的迁移可能成为促进生

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迁移决策需要考虑生态保护和恢复的

需求，同时也需考虑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和谐

共生。其次，快速交通网络的发展，特别是高铁网络，可能会对城市行政中心的区位选

择产生重大影响。高铁网络的扩张不仅改变了区域间的连接性，也改变了城市内部的空

间布局和发展模式。城市的行政中心可能会从传统的地理中心向高铁站点等交通枢纽迁

移，以更好地融入区域、国家和全球网络，促进城市在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这种迁移有助于城市更有效地参与区域发展，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促进城市经济的

多元化和国际化。同时，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

将成为未来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新动力。这一趋势反映了城市发展的技术导向和创新导

向特征。城市可能将行政中心迁移到科技园区或创新中心附近，以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

发展。这种迁移不仅是为了紧跟科技发展的潮流，更是为了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升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5.3  新的政策背景下应有序放开部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2022年6月中央深改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强调了要提

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在此背景下，面对日益增长的行政中心迁

移需求，城市应采取一种更为创新和审慎的方法来应对。在不主动推动行政中心迁移的

前提下，城市可以通过加强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和优化城市规划与管理等措施，来促进

相关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并有效满足城市管理及服务居民的需求。综合来看，未来的行

政中心迁移应合理管控、有序放开，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确保行政中心

迁移的决策严格遵循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相适应的原则。首

批放开的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应具有较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重点关注那些地形或地质灾

害严重影响的城市。对于上述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群地区中的迁移事项，需要深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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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避免城市“一拥而上”，必须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加强专家论证和统

筹规划，由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层层申报的模式，改由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上

而下通盘考虑，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迁移决策，确保行政中心迁移与

城市的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频繁，其潜在影响涵盖区

域经济发展、城市内部资源配置、行政效率、公共服务供给和空间秩序重构等多个层面。

本文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

时空格局，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总结归纳行政中心迁移背后的驱动机理，分析未来城市

行政中心迁移的发展趋势，以期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变动规律和驱

动机理。研究发现：

（1）改革开放以来（1978—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共迁移81例，其

中，直辖市2例，副省级9例、地级市64例、地区1例、民族自治州5例。从时间上看，城

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数量增长呈阶段性变化，2003—2007年是行政中心迁移的高峰期。从

空间上看，东部地区虽然在行政中心迁移的决策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中西部地区的迁移

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来仍将有较大的需求，迁移的空间格局趋于平衡。行政中心迁移的

空间分布规律与中国的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相适应，呈现出胡焕庸线东西两侧

显著差异的特点。

（2）行政中心迁移可以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

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迁移的驱动机理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迁移是

基于对城市现实发展瓶颈的深入理解和对迁移需求的响应，迁移目的在于应对城市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该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

划引导等因素的交织和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3）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不仅会在传统的驱动

因素上继续发展和强化，也会逐渐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显现新的迁移现象，

包括生态治理导向、交通导向以及创新产业发展导向。特别是，要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

稳定的前提下，不回避必要的迁移需求，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加强专家论证

和统筹规划。

6.2  讨论

本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变动格局进行了综合分析，不仅揭

示了迁移现象的外在表现，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复杂驱动机理，阐释了推动行政中心

迁移决策形成的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有助于深化对行政中心迁移的理解。此外，研

究对未来行政中心迁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国家层面和城市政府的政策制定

者以及城市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参考，以更有效地应对城市发展中的新挑战和需求。

综合来看，行政中心迁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迁移涉及到中央政府政策的指导、

地方政府的意愿、区域间的竞争等多重因素，关于驱动机理的描述未来应结合定量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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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入分析。另外，从“中心—外围”理论的视角解释行政中心迁移只是一个角度，未

来也可结合其他理论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国家关于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标

准体系尚未建立，如何评估迁移的效果也没有统一的方法，特别是在当前国家严控行政

区划调整的新背景下，对于一些真正有迁移需求的城市，如何制定一套科学规范的迁移

标准、审批程序以及跟踪评估方法体系是较为紧迫的任务，对于有序推动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为确保行政中心迁移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还需要做好

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对确有需求的城市应提前谋划，纳入到省级、市级层面的行

政区划战略研究中去，做好行政区划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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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cente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driv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in China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suppor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a foundational 

requirement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 advan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This study utilize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rel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s in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ve been 81 instances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the late 

1970s. These relocations peaked between 2003 and 2007 and showe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se relocations are predominantly short-distance and mainly aimed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 districts, often resulting in a separation from the geographical 

center. The reloc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centers is a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an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national policies, governmental guidance, power 

distribution, resource reallocation, and planning adjustment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guidance provided by city governments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in this 

multidimensional negot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strict national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the relocation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centers will continue 

to reinforce traditional driving factors while aligning with 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hifts, presenting new directions driven by ecological governanc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ve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carefully evaluate the 

necessity of reloca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 fundamental sta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centers. 

Implementing top-level design for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s, adhering to standardized 

approval processes, and rigorously evaluating the rationale are key to promoting all-

encompassing urban advance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and intrinsic mechanisms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dministrative center reloc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riving mechanism; development tre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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